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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补偿、精英俘获与农村居民收入
———基于重庆市酉阳县11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的微观数据

吴 中 全,杨 志 红,王 志 章
(西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重庆400715)

摘 要:由于理性选择逻辑的存在,生态补偿项目在推进过程中难以避免存在精英俘获现象,资源有限

性和精英利己性行为的耦合直接影响生态补偿政策推进效果。以重庆市酉阳县11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取

得的数据为例,实证研究生态补偿对农村居民的增收效应以及生态补偿项目实施过程中精英俘获的存在性

及其影响。研究发现:(1)生态补偿政策实施对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具有促进效应,但这种影响因农户收入程度

而异,高收入者将享受更多的政策红利。且随着项目实施时间推移,这种促进效应将呈现边际递减趋势;(2)

精英俘获弱化了生态补偿政策实施效益,降低补偿资源在主客体间的匹配效率,进而影响农村居民收入提高,

影响低收入群体的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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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事实

上,自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战略以来,生态问题越来越受到国家和各

地方政府的重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更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

之一。在党中央和国家一项项生态文明政策的推进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成效明显,并不断

积累起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中国经验,不断在世界舞台上彰显着绿色发展的中国担当,为世界更

好更可持续地发展贡献了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1]。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八大制度之一,同时也作

为一项兼具经济激励功能和环境保护建设协调功能的工具,生态补偿日益成为保护生态环境、调节

相关利益者关系的重要手段,国家和地方政府也围绕生态补偿政策做出了许多有益的尝试。但自

然资源约束、生态环境脆弱依旧是我国大部分生态问题与贫困问题高度重合地区绕不开的难题。
学界关于生态保护与扶贫的关系也一直存有争议,单纯的生态保护手段或许会对减贫考虑不足,而
专门针对贫困来设置生态保护体制机制又会导致对生态主目标的忽视[2-3]。因此,兼具经济调节功

能和生态调节功能的生态补偿便成为弥补这些生态脆弱区域内贫困人口因参与生态保护而丧失机

会成本的重要政策手段之一,是实现精准扶贫与生态保护对接发展的重要抓手[4]。现阶段的中国

谈扶贫,便不能绕开生态补偿,生态补偿是参与式扶贫的重要手段,扶贫是生态补偿重要的副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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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5]。2011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提出“要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并重点向

贫困地区倾斜”。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提出把生态补偿作为“五个一

批”脱贫措施之一,随后,“生态补偿一批”被写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

2016年,国务院《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意见》出台,指出要推进生态补偿体制机制创新,把
生态保护补偿作为精准脱贫政策推进的一项重要内容。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建立

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指出要“完善多元化横向生态补偿机制,鼓励生态受益地

区与生态保护地区、流域下游与流域上游通过资金补偿、对口协作、产业转移、人才培训、共建园区

等方式建立横向补偿关系”[6]。生态补偿具有良好的益贫性,对为生态脱贫提供物质支撑,引导贫

困人口实现绿色转产转业、增加收入,调节生态环境的外部性,缓解“富饶的贫困”具有重要的意义。
囊括减贫目标的多个环境服务付费,国际实践已经表明生态保护与扶贫是可以兼得的[7-8],许多学

者也围绕我国生态补偿的减贫效应展开了相应的研究,发现生态补偿目标和减贫目标可以达到正

向协同的效果,提高贫困人口的生计能力,推动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增收[9-12]。但在生态补偿资源有

限、生态补偿体制机制不健全、相关经验还不足的大背景下,生态补偿的增收效应仍然是一个值得

探讨的问题。
学界对精英俘获一词关注已久,精英俘获即指精英俘获夺取资源的行为[13]。研究表明公共政

策实践过程中经常出现“精英俘获”的现象,精英们出于自利性,为了可得的利益,凭借自己的政治、
经济乃至社会资源优势去获取甚至是挤占公共资源的全部份额,成为公共政策执行偏差的重要原

因之一[14]。由于资源具有自上而下的惯性,而乡村治理是一个长久转型的过程,生态补偿实践和

贫困治理领域中不可避免存在精英俘获的问题。在“利己”思维中,精英们凭借自己的权力和社会

网络,扭曲内外部信息,曲解游戏规则以获取有限的资源,为自己谋利,不利于扶贫政策的有效瞄

准,导致弱势群体利益受损,基层治理不力甚至引发更严重的社会矛盾。而在“利他”逻辑中,精英

们也发挥了一定的正向作用,如信息传递、群众动员、资源整合、“先富带后富”等,充当了政策上下

衔接的节点[15-16],提高了其他弱势群体获得政策资源的效率。那么,作为精准扶贫“五个一批”重要

的一环,生态补偿政策实施过程中是否也存在精英俘获行为? 这种精英俘获行为一旦发生是否也

影响着生态补偿政策的执行效益,从而作用于农村居民收入?
因此,本文以重庆市酉阳县11个安置点所取得的数据为例,从搬迁户的视角探讨生态补偿政

策是否对农村居民收入增加具有促进效应,这种增收效应是否因农户收入的异质性而异,政策推进

中是否存在精英俘获的情形,和这种精英俘获是否会对农户的收入产生影响进行验证。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说提出

生态补偿是一个具有中国语境的词汇,国外并没有“生态补偿”的概念,与之相对应的主要有环

境服务付费、生态系统服务付费、环境服务补偿等等。目前我国的生态补偿政策还处于探索阶段,
但国外的一系列环境付费服务实践如 REDD+计划、哥斯达黎加的 PSA 项目以及东南亚的

RUPES等为我们提供了一定的经验[17]。环境脆弱性和贫困相互交织一直是学者们的共识[18-19],
当生态破坏和经济贫困已成为大多数贫困地区的两大重要困局时,生态补偿演化成了化解与协调

这一矛盾的重要方式,甚至诸多研究里直接衍生了生态补偿式扶贫这一概念。但生态补偿与扶贫

并不是等号的关系。在贫困治理中,生态补偿的对象大多是一些相对比较落后贫穷的地区和这些

地区为了保护生态环境而丧失了发展机会的部分贫困群体,生态补偿可以利用经济手段调节各方

利益关系,人为的干预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达到“对损害环境的行为进行收费,加大该行为的成本

以激励损害行为主体的减少因其损害行为带来的外部不经济,或对保护资源的行为予以补偿或奖

励从而达到保护环境的作用”[20]。当前,在贫困地区推进生态补偿项目可以使农民从中获利,从而

提高农户的收入,达到缓解贫困的目的已经成为很多学者的共识[21]。一方面,生态补偿具有直接



的增收效应,一些类型的生态补偿模式可以对农村居民的收入增加产生直接的影响,如现金补偿可

以直接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22],岗位类生态补偿可推动劳动力实现向非农就业的转移[23],生态公

益林项目则改善了林农的收入结构,提升非农就业收入的比例[24],拓宽农村居民的收入来源渠道,
从而提高家庭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生态补偿也会间接地影响农村居民收入,一是生态补偿能够

改善该地区的生态环境状况,从而改善区域内的生产自然条件,如水土流失情况减缓、土地肥力提

高、水源变得更加充足等等,农民投入的成本减少而农产品产量和质量提升了,促进农业收入增加;
二是地域生态环境的改善可以促进农户具有更多样化的生计策略选择,从而具有不同的收入来源

渠道,提高参与其他项目的积极性,显性或隐性地增加收入[5]。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1:生态补偿政策能够有效地促进农村居民增收。
需要指出的是,生态补偿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肯定与补偿力度、补偿标准、补偿类型及补偿

机制设置等因素具有很大的相关性。在补偿力度不足、补偿标准不合理、补偿类型不科学及补偿不

连续的情况之下,增收效果很难达到预期。但也有研究指出,农户自身的资源禀赋会影响生态补偿

的增收效应。Fairhead和 Wang等的研究发现,生态付费政策的潜力与主客体的支付意愿和受偿

意愿具有极大的相关性,也因受偿主体异质性的存在,拥有更丰富家庭禀赋的农户参与生态付费政

策的概率越大,其获得的补偿会越多[25-26]。杜洪燕和武晋发现生态补偿对贫困户和富裕户的影响

不同,目前的补偿力度并没有促进极端贫困户增收[27]。因农户收入异质性的存在,生态补偿的增

收效应在低收入农户和高收入农户身上的表现并不一致,往往在高收入农户身上表现力更强。也

就是说,高收入的农户对生态补偿政策往往表现出更高的参与概率,更多的生计选择和更广的信息

渠道和更高的资源可获得性,增收效应也会出现显著的差异。甚至,一些自身资源禀赋不足、条件

较差的小农户甚至被排斥在生态补偿政策的门槛之外,政策的好处并未惠及这部分人口,高收入者

与低收入者的差距出现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此时的生态目标与扶贫目标呈现出负向效应。靳乐山

等通过对内蒙古四子王旗牧区“超载过牧”牧户异质性的研究发现,草原生态保护政策缺乏对牧户

异质性的考量,并没有改善中小牧户的收入情况,也难以调动起他们保护草原的积极性和参与度[28]。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2:由于农户异质性的存在,生态补偿政策对高收入者的增收效应大于

中低收入者。
既然前文的分析得出了生态补偿政策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程度可能会因其资源禀赋和收入状况

而异,且高收入者往往享有更多的政策带来的利益,低收入者往往很少享受甚至完全享受不到,那
么可以猜测,在生态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农村拥有更多政治、经济、社会和信息话语权的精英们,会
不会更具获得生态补偿项目资源的可能性,从而影响其他弱势群体获得收入? 虽然从整体上来说,
很少有文献直接表明精英俘获会直接作用于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减,但这难以否认其中存在着直接

或者是间接的逻辑渠道。不难猜测,生态补偿项目也与其他的扶贫项目一样,不管精英们对项目资

源的获取是处于“利己”或者是“乡贤式”的“利他”角度考虑,他们的行为都会对生态补偿政策的执

行效益产生后果,从而影响到农村居民的收入。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3:精英俘获降低了生态补偿政策资源供给与需求的匹配效率,弱化了

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效果。
基于上述,本文提出假说4:精英俘获弱化生态补偿政策实施效果,从而影响农村居民收入的

提高。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悉数源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贫困地区精准脱贫的多元化路径设

计与退出机制”(16ASH008)课题组于2017年2月期间对重庆市酉阳县11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



的搬迁村民进行的问卷调查,共回收548份问卷,剔除无效问卷后,共得有效问卷529份,有效率达

96.53%。由于被访问者大都是青壮年,且文化程度较低,本课题组以调研人员对搬迁者进行访谈

并代替搬迁者填写问卷为主,搬迁者自行填写为辅,问卷数据真实有效。该问卷包括五大部分,分
别是:农户基本情况、经济绩效、社会绩效、制度绩效、影响农户脱贫的因素。此外,本课题组还对酉

阳县环保部门及11个安置点的村干部及部分村民进行了深度访谈,了解了当地生态补偿、易地扶

贫搬迁及农民生产生活的相关情况,获得了大量的一手资料。
(二)变量选取

三农问题是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提升农民收入是三农问题的核心内容之一。本文把农村居

民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用“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income)”表示。核心解释变量为生态补偿和精

英俘获,分别用“是否给予农户生态补贴(ecol_compensation)”和“是否村干部(e_capture)”表示。

为了控制其他变量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在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还选取了一组包

括农户个体层面、家庭层面及社会层面的控制变量,具体调查样本基本特征统计情况如表1。
表1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 符号 定义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农村居民收入 income 家庭人均纯收入:“1000元及以

下”=1,“1000~3000元”=2;
“3000~5000元”=3,“5000~
7000元”=4,“7000元及以上”=5

3.59 1.255 1 5

解释变量

生态补偿 ecol_compensation 所在地区是否得到了政府给予的

特殊生态补贴:无=1,基本无=2,
有少量补贴=3,补贴较合理=4,
补贴较大=5

2.297 1.257 1 5

精英俘获 e_capture 是否村干部:是=1,否=0 0.06430.246 0 1
个体层面变量

党员 party_member 是否党员:是=1,否=0 0.07180.259 0 1
性别 gender 性别:男=1,女=0 0.529 0.5 0 1
年龄 age 实际年龄 46.49 12.01 20 75
受教育程度 education 受教育程度:未上学=1,小学=2,

初中=3,高中=4,大专及以上=5
2.599 0.876 1 5

家庭层面变量

家庭人口 population 家庭人口数 5.354 1.489 2 11
劳动力人数 labor 家庭中劳动力人数 2.599 1.229 0 8
家庭中读书

子女人数
dushu_edu 家庭中读书子女人数 1.446 1.018 0 4

非农就业 nonagri 家庭成员是否有外出务工成员:有
=1,没有=0

0.803 0.521 0 6

耕地面积 hectare 您的家庭耕地总面积(亩) 5.446 6.098 0 55
社会层面变量

就业服务 employment 政府是否提供相关就业指导:无指

导=1,有指导但无效=2,有部分

有效指导=3,有效指导较多=4,
有效指导极大=5

1.395 0.798 1 4

社会保障 security 基本生活水平是否得到保障:无保

障=1,基本无保障=2,有部分保

障=3,保障较大=4,保障极大=5

2.73 1.021 1 5

产业发展 industry 所在地区是否开展了相关的特色

产业建设:未开展=1,有小规模的

私人经营=2,有政府组织的大范

围经营=3

1.656 0.823 1 3



  (三)模型设计

本文所考察的是生态补偿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也即被解释变量是1~5的有序变量,因此

本文构建有序probit进行实证检验,建立生态补偿与农村居民收入的关系函数如下:

Y(农村居民收入)=F(生态补偿,控制变量)+ε(随机干扰项)
有序probit模型是广泛用于处理多类别离散数据的一种方法,其主要作用是运用可观测的有

序反应数据建立模型来估计不可观测的潜变量(LatentVariable)[29]。对该模型描述如下:
设Y 在1,2,3…,k上取值(本研究k=5),解释变量X1,X2,…Xi 为影响满意度的因素,为避

免离散值作为被解释变量而带来异方差和不一致的问题,因此将其转化为连续变量Y*。因此Y*

与XI 有如下线性关系:

y*=β0+β1x1+β2x2+…+βixi=βx+ε  (1) 
式(1)便是有序多分类Probit模型的潜回归方程。由于Y*是无法预测的潜变量,因此它需借

助可观测的Y 来测量。设δ1≤δ2≤……≤δk-1表示未知阈值参数(也即临界值),本研究K=5,因
此存在4个临界值δ1、δ2、δ3、δ4,由此可推出Y 与Y*的关系如下:

Y=1,如果Y*≤δ1
Y=2,如果δ1≤Y*≤δ2
Y=3,如果δ2≤Y*≤δ3
Y=4,如果δ3≤Y*≤δ4
Y=5,如果Y*≥δ4

ì

î

í

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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ï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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ïï

因此本研究可建立如下有序Probit模型:

incomei=α+Σ
k

k=1βkecol_compensationik+Σ
u

u=1βuZiu+εi  (2) 
在式(2)中被解释变量income 表示农村居民收入,其中i表示第i个样本。核心解释变量

(ecol_compensation)主要是生态补偿力度,控制变量(Z)主要包括研究对象的人口学特征、家庭特

征、社会层面等三类变量,βk 和βu 是待估计参数,也分别是控制变量和核心变量的系数,α 为常数

项,εi 为随机扰动项。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2报告了生态补偿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方程(1)表明,在不添加任何控制变量的情况

下,生态补偿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正向影响农村居民收入,生态补偿每增加一个单位,可使农村

居民收入为“小于等于1000”“大于1000但小于等于3000”“大于3000但小于等于5000”的概率

分别降低1.8%、3.3%和1.6%,可使农村居民收入为“大于5000但小于等于7000”“大于7000”的
概率分别提高0.5%和6.2%,表明生态补偿力度的加大能够有效促进农村居民增收。基于研究稳

健性的考虑,依次在表2中的(2)、(3)、(4)中添加个体、家庭和社会层面的控制变量。回归结果显

示生态补偿依旧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正向影响农村居民收入,在方程(4)中,生态补偿每增加一

单位,可使农村居民收入为“小于等于1000”“大于1000但小于等于3000”“大于3000但小于等于

5000”的概率分别降低1.2%、2.2%和0.9%,可使农村居民收入为“大于5000但小于等于7000”
“大于7000”的概率分别提高0.4%和3.9%。所得结果表明,生态补偿政策具有良好的增收效应,
能有效地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但生态补偿政策对高收入者的影响比对中低收入者的影响更大,这
也与朱烈夫等[30]的研究相一致,现行的生态补偿政策中,还缺乏对农户异质性和适应范围的考虑,
低收入者还面临着一定的“进入门槛”,难以享受政策带来的利益,从而他们的参与度和积极性也较

低,反过来影响下一个阶段的政策执行,掉入恶性循环的陷阱。其他控制变量也对农村居民收入具

有重要影响。就个体层面而言,相对于女性,农村的男性提高收入的概率更高,原因可能是农村未

婚女性基本上选择外出务工,但已婚女性大多数留在家中照管儿童和老人,从事农业和非农就业的



机会相对比男性低,对家庭收入的影响也就相对降低,这也与熊瑞祥等人的研究一致[31]。同时,党
员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正向影响农村居民收入,原因可能是党员文化程度可能相对较高,社会资

本相较于一般的农村居民更丰富,获得生态补偿资源的机会也就更多。就家庭层面的变量而言,家
庭人口数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显著为负,而家庭劳动力人数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却显著为正,
说明在本次调研的样本中,大多数家庭都有老人和孩子需要照顾,家庭负担较重,收入提高的可能

性也就降低了。家庭土地面积正向显著影响农村居民收入,和大多数研究一致,无论是从事农业和

非农行业,土地面积都是重要的生产资本,对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具有积极作用。就社会层面的变量

而言,社会保障补贴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社会保障补贴能够缓解低收入人群的现

状,一定程度上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为检验生态补偿政策是否会因时间变化而对农村居民收入

影响因边际递减而弱化的问题,在模型中加入了生态补偿与农户搬迁年限的交乘项“ecol_year”,
从方程(5)可以看出,生态补偿依然在1%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说明了随着生态补偿政策的进一步

落地,改善了农户的就业状况,推动了地区产业发展,农民的收入渠道来源增加,收入状况将逐年得

到改善,生计综合能力不断增强,对政策的认知也逐步加深,既实现了对贫困地区的环境保护,又推

进了扶贫开发与生态文明建设协同发展。而交乘项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却是显著为负,说明随

着时间变化,当前的生态补偿政策由于农户异质性、对象识别不精准、主体参与不足、补偿标准、补
偿范围、补偿形式及补偿机会成本等可能的原因,致使生态补偿政策在实践领域出现了一系列问

题,对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呈现边际递减的趋势,值得引起重视。在方程(6)中,加入了其他控

制变量,其基本结果与第(5)列保持一致。
表2 基准回归检验

变量
(1) (2) (3) (4) (5) (6)

income income income income income income
ecol_compensation 0.1740*** 0.1618*** 0.1635*** 0.1259*** 0.2677*** 0.2169***

(0.000) (0.000) (0.000) (0.004) (0.000) (0.000)
ecol_year -0.0271** -0.0258**

(0.018) (0.032)
gender 0.2164** 0.1672 0.1432 0.1478

(0.032) (0.106) (0.168) (0.155)
age -0.0030 -0.0060 -0.0071 -0.0077

(0.513) (0.194) (0.133) (0.103)
education 0.0653 0.0679 0.0799 0.0752

(0.335) (0.328) (0.255) (0.285)
party_member 0.4148** 0.2115 0.1957 0.1679

(0.046) (0.324) (0.365) (0.439)
population -0.1059** -0.1166*** -0.1141***

(0.011) (0.005) (0.006)
labor 0.2383*** 0.2374*** 0.2398***

(0.000) (0.000) (0.000)
dushu_edu -0.0611 -0.0682 -0.0760

(0.286) (0.243) (0.194)
nonagri 0.0408 0.0760 0.0764

(0.672) (0.433) (0.432)
hectare 0.0669*** 0.0604*** 0.0593***

(0.000) (0.000) (0.000)
employment -0.0373 -0.0475

(0.568) (0.469)
security 0.1997*** 0.1962***

(0.000) (0.000)
industry -0.0536 -0.0410

(0.431) (0.548)
r2_p 0.0137 0.0237 0.0773 0.0866 0.0172 0.0895
chi2 21.4736 37.1961 121.5234 136.0751 27.1037 140.6965
N 529 529 529 529 529 529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p 值



(二)稳健性检验

生态补偿政策一般情况下有现金补偿、实物补偿和技术补偿三个主要补偿方式,本文单独用生

态补贴的力度作为生态补偿的代理变量可能会导致模型结果不稳健,为了检验结果的稳定性,本文

参考国家现行贫困线标准,将农村居民收入设为哑变量,将收入3000元以下的赋值为0,否则为1,
分别进行了Probit回归与OLS 回归,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其中方程(1)为Probit结果,方程(2)
为OLS 回归结果,分析结果与有序Probit模型结果基本一致且显著性较好,回归结果稳健,控制

变量的检验结果分析不再赘述。
表3 稳健性检验

(1) (2)

农村居民收入(哑变量) 农村居民收入

ecol_compensation 0.1075* 0.1009**
(0.077) (0.024)

个体层面变量 控制 控制

家庭层面变量 控制 控制

社会层面变量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9677* 2.6138***
(0.092) (0.000)

r2_p 0.1581
chi2 89.5861
N 529 529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p 值

五、进一步分析:生态补偿政策实施过程中是否存在精英俘获

根据前文理论分析的结果,发现因为农户的异质性,生态补偿对高收入的农户影响较低收入农

户更大,我们猜测生态补偿过程中可能存在精英俘获现象,农村精英们可能借助自己的资源和社会

优势,谋取有限的生态补偿资源,造成生态资源供给与需求匹配效率降低。精英俘获的存在导致

“受益者补偿、污染者付费”的原则难以很好地贯彻,生态补偿政策的瞄准对象出现偏差,真正需要

补偿的人群却没有获得相应的补偿,“造血功能不足”,影响政策实施效果,从而影响了这一部分群

体收入的提高。基于此,本文试图通过模型验证生态补偿政策实施过程中是否存在精英俘获现象,
本文分两步对此进行验证,第一步分析是否存在精英俘获现象,第二步分析精英俘获与生态补偿的

交互作用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
(一)生态补偿政策实施过程中精英俘获的存在性

由于生态补偿政策的现行机制还处在探索阶段,地区自然、社会和政治生态等多种原因,发现

精英俘获不可避免,尤其是在参与主体异质化程度比较高的情况下,各参与主体在理性人假设下将

反复博弈,精英俘获的影响将更加明显。
表4 精英俘获对生态补偿的影响

变量
(1) (2) (3) (4)

ecol_compensation ecol_compensation ecol_compensation ecol_compensation

e_capture -0.4289** -0.3121 -0.2027 -0.3763*
(0.024) (0.146) (0.355) (0.094)

个体层面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层面变量 控制 控制

社会层面变量 控制

r2_p 0.0035 0.0099 0.0172 0.0935
chi2 5.0695 14.5834 25.2602 137.1270
N 529 529 529 529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p 值



表4验证了生态补偿政策下是否存在精英俘获,在方程(1)中,未添加任何控制变量,发现精英

俘获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影响生态补偿。虽然在方程(2)和方程(3)中个体层面变量和家庭层面

变量加入后,精英俘获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在方程(4)中精英俘获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可见,精英俘获是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且系数为负,说明农村的精英们通过实施精英俘获,获取了

生态补偿政策的资源,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效果。
(三)精英俘获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

上述分析结果显示生态补偿政策实施过程中精英俘获是存在的,且精英们确实获取了一定的

生态补偿资源,那么,这种精英俘获是否会影响生态补偿政策主客体之间资源匹配的效果,从而影

响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呢? 对此,下文分析了精英俘获与生态补偿交互作用对农村收入的影响,检
验结果见表5。

表5 精英俘获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

(1) (2) (3) (4)

income income income income

ecol_compensation 0.1483*** 0.1483*** 0.1546*** 0.1080**
(0.000) (0.000) (0.000) (0.015)

e_capture -0.1604 -0.1604 -0.1677 -0.4551
(0.804) (0.804) (0.803) (0.554)

ecol×e_capture -0.6697* -0.6697* -0.7232* -0.8775*
(0.063) (0.063) (0.060) (0.061)

个体层面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层面变量 控制 控制

社会层面变量 控制

r2_p 0.0401 0.0401 0.0939 0.1024
chi2 63.0574 63.0574 147.6757 160.9128
N 529 529 529 529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

生态补偿变量回归结果与表2一致,故此不再做分析。精英俘获这一变量对农村居民收入的

影响不显著,可能是精英俘获并未直接地影响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观察生态补偿与精英俘获的

交互项发现,交互项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负,表明了生态补偿政策中精英俘获的存

在影响了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致使生态补偿过程中精英俘获的存在导致

农村居民收入降低了呢? 一方面,农村的精英们本身具有政治、经济或者是社会关系方面的优势,
具有更高的资源可接近性,在面对有利于自身利益的资源时,更容易发生俘获行为,从而损害弱势

群体的利益[32]。在生态补偿项目实施的过程中,会出现主客体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再加之群众自

我意识和参与意识的弱化,为精英俘获的存在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很多生态补偿项目在我国落

地的时间还不长,项目实施的规范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一些信息等对精英们来说更具有可接近

性,为他们的行为提供了宽松的客观环境[33]。因此,在生态补偿项目推进过程中,精英们获取了项

目资源,其他的弱势群体并没有享有相应的补偿甚至是完全没有得到补偿,从而影响了收入的

提高。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2017年在酉阳县11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生态补偿政策

推进过程中是否存在精英俘获行为,并探讨了这种现象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
(1)生态补偿政策对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具有显著的影响,但是由于农户的异质性,其对高收入者的

影响较低收入者影响更大,且随着时间的变化,生态补偿对农村居民收入的促进效应呈现出边际递

减的趋势。(2)精英俘获存在性的检验结果发现,样本地区生态补偿政策推进过程中确实存在精英

俘获的现象,这种现象负向影响了政策执行的效果,也就是说,精英俘获的现象导致生态补偿政策



瞄准目标与结果发生偏离。(3)进一步分析发现,精英俘获并没有直接影响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
但在生态补偿政策执行过程中,精英们俘获了一部分的补偿资源,剥夺了弱势群体的利益,他们没

有得到与付出相匹配的补偿甚至完全没有得到补偿,从而影响了收入的提高。基于此,本文提出以

下政策启示。
首先,生态补偿政策必须要考虑到农村居民的异质性,重点帮助中低收入的农户,根据其微观

特征、资源禀赋和收入水平设置更加合理、更加精准的补偿方式,使政策与农户的微观特征相融合,
使政策真正惠及这部分人口,提高其参与项目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政策参与度的提高必须通过加

强政策感知来实现,要通过政策宣传、舆论引导、新闻媒体、多形式的教育培训等方式,不断强化农

村居民对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补偿政策的认知,加大对生态补偿政策实施的知情权,提高参与意愿

和生计适应能力,从而提高政策的可持续性。同时,在全社会营造出“生态有价、有偿使用”的社会

氛围,引导其将生态保护考虑到生产生活范围之内,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更好地践行。
其次,要扎实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所传达的生态文明建设精神,坚持政府和市场两手发

力,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提高生态补偿政策目标和政策结果的衔接程度,减少因精英俘获降低

政策执行效应。一方面,政府要发挥好引导者、组织者和协调者的角色,进一步抓实生态补偿政策

的顶层设计、体制机制建设、资金优化安排和保障协调措施,提高政策实施的连续性。探索完善生

态补偿立法,完善生态补偿政策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探索落实生态补偿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

度,强化政策实施的严肃性。通过探索创新多样化的补偿机制,精准识别补偿对象,因地制宜、重点

突出地设置补偿标准和补偿方式,并实现动态可调整,减小理论层面计算结果和实际操作层面的差

异,提高补偿的差异性、科学性、可持续性和可操作性,减少政策实施的边际递减效应。另一方面,
引导市场多元力量参与,不断探索新的绿色产业发展和补偿新模式,真正达到既能较好地实现生态

补偿的主目标既生态保护,又能兼顾其副目标,即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达到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

双赢。
最后,要坚持问题导向,不断转变和创新乡村基层治理方式,严明生态补偿政策实施责任制度,

强化基层干部的政治担当,提高有序、合理推进生态补偿政策的责任意识。培育自治、德治与法治

相结合的治理理念,将乡村精英的行为纳入基层治理的监督之下,完善生态补偿政策目标考核和结

果考核指标,切实保障生态补偿资源能够真正满足主客体的需要,减少目标与实施结果的偏离。同

时,要通过媒体宣传、教育引导、愿景描绘等方式,提高乡村精英的文化水平和服务意识,引导乡村

精英们树立起“利他”的观念,为生态补偿各项项目更好地落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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